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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国初期中央明确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其中简化汉字居于首位。制定与实施《汉字简化方案》

是世界语言规划史上的一次重要实践，受到国内外众多研究的关注。本文利用Cooper“八问方案”对《汉

字简化方案》制定的历程进行分析评价，并指出《汉字简化方案》：1) 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发

挥了重大作用；2) 体现了语言由繁趋简的客观规律，语言规划应该顺势而为；3) 受国家意志支持，反

映了新政权与工农群众紧密相连，具有极大的政治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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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pecified three major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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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current script reform, among which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as the priority.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Scheme is an impor-
tant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planning worldwide and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uses Cooper’s accounting scheme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Scheme, pointing out that the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Scheme: 1)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people’s literacy; 2) reflects the 
objective law that language has undergone constant simplification, and language planning should 
follow this trend; and 3) is supported by the will of the state, reflecting that the new regime w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Scheme had 
great political symbol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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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久以来，中国十分重视语言在维持国家稳定与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秦始皇的书同文到 2001
年初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历史悠久。在中国现代语言

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实践史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汉字简化运动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在世界语言

规划当中，这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实验[1]。由于汉字在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汉字简化运动对文化传

播与文字使用有重要的影响，是中国语言规划领域的重大项目。周有光将中国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概括

为：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表音的字母化[2]。汉字简化运动属于“文字的简便

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语言规划现象，其他三项语言规划任务均常见于世界各国的语言规划实践，

故而对汉字简化的相关研究在国际语言规划研究领域具有特殊价值。 

2. 《汉字简化方案》制定及出台背景回顾 

1949 年，随着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和人民政权的确立，面对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设

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把文字改革作为新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新中国需要新的文字

工具。胡愈之强调全国解放后进行文字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并不

彻底；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至今还没有一套适合他们使用的文字工具([3], p. 69)。 
1949 年 10 月 10 日，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并推举吴玉章为常务理

事会主席。虽然“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仅是热衷文字改革的各方人士组成的群众团体，但是文字改革的

问题却由此提出，随后进入到了领导人的视野，毛泽东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进行汉字简化([3], p. 84)。
1952 年 2 月 5 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作为政务院下属机构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文字

改革的政府机构。自成立始，委员会开始着手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经反复研究，几易其稿，

于 1954 年底在《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基础上总结拟定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4 年 11 月，“中

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组成立，并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最终《汉字简化方案》于 1956 年 1 月在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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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通过，次日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公布，并于 2 月 1 日在全国推行。《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历程如

图 1 所示。 
从 1956 年到现在，简化字已经推行了 65 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也广为海外华人与汉语学习者所接受。本文利用 Cooper 的“八问方案”模型来探讨评估《汉字简化

方案》，回顾《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举措，对建国初期汉字简化的发展历程进行详尽的论述与分析。 
 

 
Figure 1. The timeline of formulat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Scheme 
图 1. 《汉字简化方案》制定历程 

3. Cooper“八问方案”的《汉字简化方案》分析 

Cooper 提出一种构建语言规划理论的方法，他认为语言规划可以从四个学科：1) 革新管理学；2) 市
场营销学；3) 权力论；4) 决策论，借鉴有益的部分，为确立语言规划的过程框架打下基础([4], p. 107, [5])。
由此产生了包含八个部分的解释方案，对语言规划活动的分析意味着解释这八个部分：什么样的参与者；

试图影响什么行为；关于什么人的；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通过什么手段；通过什么样的

决策过程；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6]1。利用 Cooper 的“八问方案”可以直观清晰地描述、评价与解释语

言规划的过程([6], p. 98)。 

3.1. 什么样的参与者 

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英文缩写，如 IP、CPU、FDA，所有的英文缩写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都应该给

出其全称。文章标题中尽量避免使用生僻的英文缩写。 
《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务院主导制定，其形成，由 1950 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着手编

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至 1956 年在国务院第 23 次会议上最终通过，经过诸多语言文字专家的研究

最终成型。在制定《汉字简化方案》的过程中，中央人民政府是主要的领导力量。1951 年，周恩来指示，

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 年 2 月 5 日，“中国

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首先要进行

汉字简化”的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隶属于政务院，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

研究工作的国家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文字改革进入政府领导推进时期，从此文字改革工作成为

 

 

1该框架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LPP)领域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不乏学者以此进行案例分析。需要注意的是，八问方案是一个

描述性的框架；LPP 这一学科注重语言活动的现实意义，理论构建的过程较为缓慢，至今其理论框架都无法摆脱描述性的特点。

对于语言规划过程以及语言行为规律的描述，依然是该领域研究者的主要任务。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11345


徐君颐，周晨亮 
 

 

DOI: 10.12677/ml.2022.1011345 2534 现代语言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事务的一部分。为了推进文字改革工作由研究阶段进入实施阶段，加强领导作用，

1954 年 10 月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委员们都是来自语言文字领域的专

家。新中国的文字改革集中了语言文字学界和科学界诸多方面专家的智慧。 
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参与者来自“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情景[5]，这也与《汉字简化方案》的提出有

国家意志的支持相呼应[7]。同时，Kaplan 和 Baldauf 也指出，接受语言规划的“人”在实际的规划与实

施中也应有发言权，也即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5], p. 60)。这一情况在《汉字简化方案》的

制定过程中也有体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极其注重征求广大社会群众的意见，全国各界人士参与讨论的

人数在 20 万以上([3], p. 207)。委员会根据意见征求结果提出《方案》的修改草案，经过多轮讨论最终由

国务院决议公布。在《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上述的两种语言规划情景都存在，但是最终决定

依然由具有决策能力的机构来作出[5]。 

3.2. 试图影响什么行为 

语言政策与规划就是要以多种方式来影响语言“行为”，包括结构的、功能的或目的的以及预期的

采纳程度[5]。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连年战乱，正常的教育工作难以开展，加之汉字结构繁难，当时的

社会上存在大量的人民群众无法读写汉字。这一现状难以满足国家迅速转向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大批有

文化劳动力的需求。1949年全国 5.5亿人口中文盲率高达 80%，其中农村地区的文盲率甚至高于 95% [8]。
毛泽东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9], p. 117)因此制定《汉

字简化方案》要做的就是简化汉字书写形式，提高当时全国的识字率。从 1950 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

国开展了以推广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除文盲运动。在扫盲运动的具体实践中，传统繁体字的缺陷成为了

主要障碍，繁体汉字“三多”(字多、形多、读音多)，“五难”(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检排)给教

育普及、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带来不利影响[3]。因此在建国初期立刻进行汉字简化运动，就是为了避免传

统繁体字在学习、书写和记忆方面的繁难，改变新中国存在大量文盲的状态。 

3.3. 关于什么人的 

新中国刚成立时的文盲率在 80%以上。针对当时文盲率高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多次扫盲运动。

扫盲运动中最重要的是解决识字难、汉字不易记忆的问题，而汉字简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汉字的繁难，

在 1956 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之后，各地扫盲班发现简化后的汉字大大提高了扫盲运动的效率。文盲

率在扫盲运动开展后迅速下降，1964 年的文盲率为 38.1% [10]。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各族人民都是汉字

简化运动的目标对象，尤其是当时的大量文盲群体。由于简化字方便记忆、书写，推行简化字减轻了广

大群众特别是儿童和工农群众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因此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 

3.4. 为了什么目的 

Cooper 曾指出语言规划的目的可以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显性目的为改变语言相关的行为，隐性目

的为改变语言无关的行为[6]。《汉字简化方案》的目的也可以分为显性的，即进行语言改革，作为汉语

拼音化的准备阶段([3], p. 85)；以及隐性的，即扫除文盲，更好地解放人力资源，开展经济建设和文化

建设。 
显性的方面受世界拼音化文字改革趋势的影响。当时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取得国家独立后，

进行了文字改革。国际文字改革运动中呈现出的拼音化动向是改革的共同趋势。如土耳其取得民族独立

战争的胜利后，凯末尔政府实行了字母的拉丁化改革，将较为繁难的阿拉伯文字改为更易读写的拉丁字

母，这一因势利导的推动在几年内帮助了 150 万人摆脱文盲状态[3] [5]。毛泽东明确提出“文字必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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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11]，并且认为在实现汉字的拼音化之前，必须简化汉字，以便目前的

使用，在社会中广泛推广简化字是最终实现文字改革的准备阶段[8]2。 
汉字简化隐性的目的是促进新中国开展扫盲运动以及顺利进行普及教育，新中国成立初始，社会上

文盲多，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领导开展扫盲运动时发现由于传统繁体字字形复杂艰难，非常不利于在广大

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众中开展学习活动。新中国的教育普及工作难以开展，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汉

字的难写，难认成为工农大众享受教育的主要障碍，因此设计易学易认的汉字是这一阶段文字改革工作

的重点。以识字教学为核心的语文教学要求汉字结构简易，部件规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汉字简化

方案》应运而生。 
通过以上对目的的分析，可以看到显性与隐性的目的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互为补充。汉字简化运动

与汉字拼音化运动相伴而生，其初衷主要是普及民众教育，解决文盲问题。吴玉章指出简化汉字“虽然

不是根本改革，却可以大大减少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并且节省在使用文字时所需要的劳动力”[12]。
因此，当时汉字简化改革的参与者选择这种渐进性的文字改革战略是顺应了文字演化趋势，也结合了社

会现实需求。 

3.5.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Cooper 指出语言变化发生的“条件”是多样的，政治、经济、人口、社会等因素均会影响到任何特

定的语言规划[6]，因此分析《汉字简化方案》的诞生条件需要结合多种影响因素。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外致力于汉字改革的人士就立即提出汉字简化的议题。新政府以史无

前例的决心实施汉字改革工作，党内的领导人都十分支持汉字简化运动[7]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工

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认为汉字不是属于少部分人的文字，

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字，《汉字简化方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13]。纵观《汉字简化方案》的制

定过程，毛泽东在 1940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就做出过诠释，“汉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语言必须接近民众”[10]。基于这种背景条件，汉字简化在字形的选定上更多地采用群众所熟知的俗字。

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治力量推动汉字简化改革具有很大的政治象征意义：承认新中国的主体力量是广大的

工农群众，推行简体字代表新政权为实现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翻身”而做的改变[13]，也即如赵渊杰等

人所述，汉字简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14]。在这种条件下，汉字简化作为建国初期文字改革运动的三大任

务之一[15]，其制定过程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很大。 

3.6. 通过什么手段 

实施语言规划的手段包括权威发布、强制执行、全力推广和劝说等，具体运用的手段视情况而改变

[5]。在制定与推行《汉字简化方案》的过程中，运用的手段是全方面，多样化的。1949 年 10 月 10 日设

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语言改革为目的的群众性研究协会。三年之后，经毛泽东、

周恩来指示，于 1952 年 2 月 5 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隶属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是

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研究工作的国家机构。该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文字改革结束了

由民间热心人士提倡试验的阶段，进入政府领导推进时期，从此文字改革工作成为我国国家事务的一部

分。随着文字改革持续推进，工作逐渐成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成立。为

了推行《汉字简化方案》，除了成立与语言文字改革相关的政府权威机构，政府也通过调动行政权力参

与语言规划。国务院在第 23 次会议上通过《汉字简化方案》，方案公布次日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国各

族人民推广，11 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各级学校推行简化汉字的通知》[16]。如 Kaplan 和 Baldauf 指出

的，语言规划的背后总有权威存在([5], p. 62)，中央政府通过使用权威手段来推行文字改革的具体工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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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通过什么样的决策过程 

语言规划中的决策过程指应用什么样的规则对语言规划中的行为进行评估决策，这既包括对问题以

及目标的界定，也包括对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的说明[5]。《汉字简化方案》由中央人民政府邀请语言文

字专家学者召开会议，经由会议讨论而进行决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专门的简体字研究组，由语言文字

专家拟定简化汉字的原则。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由政府成立语言文字相关的权威机构具体实现。

同时，如 3.1 节所述，《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过程也有“自下而上”力量的参与，广大群众对关系整

个社会文化建设和自身语文使用的文字改革参与意识非常强烈。1955 年 1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刊发

《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公开征集意见。草案引发了全国人民的热烈讨论，共约 20 万人建言献策。委

员会吸取接纳各方人士对于该方案的意见，并根据意见结果提出修正草案，精简了简化字表，并增收简

化偏旁。因此，《汉字简化方案》的决策同时包含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过程。 

3.8. 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汉字简化方案》的出台使新中国拥有了一套更加便捷的现代文字系统，简化字的推行提高了扫盲

运动开展的效率，降低了中国的文盲率，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解放出来的人力资源迅速投入到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新中国刚建立时的文盲率甚至高于 80%，国家开展扫盲运动推广简化字后，文盲

率迅速下降，到1964年时降低为38.1%。现在中国除偏远地区的个别老人，已经完全消除了文盲现象[17]，
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是这一伟大功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微观字形结构的变化来看，《汉字简化方案》

将 544 个繁体字归并简化为 515 个简化字，平均每字的笔画数从 16.08 简化为 8.16，与繁体字相比减省

了一半的笔画[18]，在扫盲运动中试验使用简化字进行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高出 20% [19]。简化字促进了

新中国的扫盲运动，新增识字的群体迅速成为经济建设的人力资源，支持新中国的发展。 

4. 结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运动中，汉字简化是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利用 Cooper
“八问方案”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汉字简化方案》对于扫除文盲，提高群

众的文化水平发挥了重大作用。《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家力量主导制定，体现了语言规划应该顺势而为：

人类在使用语言时追求经济省力的原则。从改革的实际效果来看，汉字总体由繁趋简的走势，体现了文

字符号演变的客观规律。因此文字改革的全过程都离不开因势利导的推动。通过对语言规划条件的分析，

可以看出建国初期的汉字简化改革具有极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反映了新政权承认简化字与新政权的主体

力量——工农群众紧密相连，这一改革正与新政权的性质相符合。简化字删减了汉字的笔画，让汉字更

易学易认，受到工农群众的普遍欢迎，也进一步增强了工农群众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感[13]。周有光指出：

“一种文化工具，只要易学便用，适合时代需要，它本身就会自动传播，不胫而走。”[20]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新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使简化字成为法定的规范汉字。简化字已经成为了汉字的主体，且其影响已辐

射至国际华人文化圈。 

参考文献 
[1] 刘海涛. 语言规划理论视域下的汉字改革——《改革汉字:革命还是反革命》评介[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9(6): 75-80. 
[2] 周有光. 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3(2): 52-54, 71. 

[3] 王爱云. 当代中国文字改革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大学, 2014. 

[4] 牛佳, 林晓. Cooper 八问方案国内外研究综述[J]. 外语学刊, 2020(3): 106-112. 

[5] 卡普兰, 巴尔道夫. 语言规划: 从实践到理论[M]. 郭龙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11345


徐君颐，周晨亮 
 

 

DOI: 10.12677/ml.2022.1011345 2537 现代语言学 
 

[6] Cooper, R.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7] Pan, X., Jin, H. and Liu, H. (2015) Motives for Chinese Script Simplification.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

ning, 39, 1-32. https://doi.org/10.1075/lplp.39.1.01pan 
[8] 苏培成. 简化汉字 60 年[J]. 语言文字应用, 2009(4): 26-35. 

[9] 毛泽东. 毛泽东文艺论集[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10] Zhao, S. and Baldauf, R.B. (2008) Planning Chinese Characters: Reaction,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Springer US, Bos-

ton. https://doi.org/10.1007/978-0-387-48576-8 
[11] 陈章太. 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J]. 语言文字应用, 2005(1): 2-12. 

[12] 吴玉章. 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1955-10-24(03).  

[13] 崔明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汉字简化改革研究[J]. 史林, 2020(1): 181-196+222. 

[14] 赵渊杰, 聂宇彤, 傅碧霄. 文字在学术与社会之间——建国初第一次汉字简化历史因素浅析[J]. 语文学刊, 
2011(7): 82-84. 

[15] 周恩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N]. 人民日报, 1958-01-13(02).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在中学、小学、各级师范学校及工农业余学校推行简化汉字的通知[R]. 
[17] Zhao, S. (2005) Chinese Character Modernis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urrent Issues in Lan-

guage Planning, 6, 315-378. https://doi.org/10.1080/14664200508668285 
[18] 黄伟. 汉字简化中的字形复杂度统计特征稳定性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21(1): 53-64. 

[19] 陈建伟. 建国后的两次汉字简化[J]. 北京档案, 2009(4): 39-41. 

[20] 周有光. 《汉语拼音·文化津梁》序言——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 50 年[J]. 修辞学习, 2007(6): 15+7.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11345
https://doi.org/10.1075/lplp.39.1.01pan
https://doi.org/10.1007/978-0-387-48576-8
https://doi.org/10.1080/14664200508668285

	基于Cooper“八问方案”的《汉字简化方案》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Analyzing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Schem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oper’s Accounting Schem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汉字简化方案》制定及出台背景回顾
	3. Cooper“八问方案”的《汉字简化方案》分析
	3.1. 什么样的参与者
	3.2. 试图影响什么行为
	3.3. 关于什么人的
	3.4. 为了什么目的
	3.5.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3.6. 通过什么手段
	3.7. 通过什么样的决策过程
	3.8. 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4. 结语
	参考文献

